
主动扩大进口会缓解工资不平等吗

———来自最终品关税削减的证据

陈　 昊　 　 陈海英

摘要: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 缩小收入差距是关键问题。 本文考察了主动扩大

进口带来的工资效应及作用机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 使

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进行经验研究。 结果表明: 主动扩大进口会通过缩小企业间的生

产率差距显著缩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该结论通过了相应的稳健性及安慰剂检验;
进一步研究表明, 市场竞争程度和政企关联会影响扩大进口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的

效应; 市场竞争程度越大, 扩大进口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越明显; 而政府补

贴倾向于扩大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政府补贴强度高的行业, 扩大进口缩小企业间工

资差距的效应被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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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主动扩大进口是统筹国家发展大局, 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以及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必然要求。 大量研究表明, 扩大进口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魏浩和张文

倩, 2020) [1] , 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福利 ( Helpman, 1981) [2] , 提高企业生产率

(Bas
 

et
 

al. , 2015) [3] 以及推动产品质量优化升级 (毛其淋, 2020) [4] 。 尽管进口

贸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提升有重要的意义, 而扩大进口是否会扩

大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同样备受关注。
贸易与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中的热点问题 (刘灿雷

和王永进, 2019) [5] 。 针对进口自由化对工资差距影响的有关研究大多关注区域工

资不平等和企业内部技能工资差距, 少有文献就主动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

影响进行探究。 然而, 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研究表明, 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是造成整

体工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Schank
 

et
 

al. , 2007[6] ; Akerman
 

et
 

al. , 2013[7] ;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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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et
 

al. , 2017[8] )。 直觉上, 扩大最终品进口会带来 “熊彼特效应”, 进口竞争

导致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 (张峰等, 2021) [9] ), 从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产生影

响。 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 主动扩大进口带来的竞争效应会通过企业进入和退出实

现生产资源的再配置, 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 进而缩小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

差距。
本文着眼于主动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评估主动扩大进口是否会

扩大收入差距。 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Han
 

等

(2012) [10] 使用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教育回报率扩大了区域间

工资差距, 由此得出贸易自由化加剧了中国企业的工资不平等现象的结论;
 

Kovak
(2013) [11] 利用特定要素模型解释贸易自由化对区域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戴觅等

(2019) [12] 立足于区域角度分析了贸易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发现受关税冲击较

大的城市面临着更大幅度的工资下降; Samppson (2014) [13] 通过对异质性企业的

产业间贸易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 发现产业间贸易会扩大出口企业内高技术

工人间的工资差距, 而对于处于工资分布底部的工人来说, 这种效应尚不清晰; 刘

灿雷和王永进 (2019) 在企业层面对工资进行分解后发现, 出口规模扩张会显著

扩大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周申和海鹏 (2020) [14] 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显著缩

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Chen 等 (2017) [15] 认为贸易自由化会扩大企业内高低技术

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 陈波和贺超群 (2013) [16] 认为异质企业内部高技术工人与

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主要取决于绩效工资, 出口自由化会扩大技术工人与非

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
也有一些文献关注到了进口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Amiti

 

和
 

Cameron (2012) [17]

使用印度尼西亚的样本发现, 对于非技术劳动者份额较大的国家来说, 进口中间品

关税下降会显著提高使用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中技术工人的工资技能溢价, 进而扩

大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 但是最终品关税下降对工资差距并没有显著影响;
梁滢和李金玲 (2013) [18]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作为中介效应会影响贸易开放条件下

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但是这种影响效应存在一个门槛值, 当人力资本

高于门槛值时, 进口开放会显著扩大劳动者的工资差距; Amiti
 

和
 

Davis (2012) [19]

认为与使用本国中间投入品的企业相比, 进口关税降低会提高使用进口中间品企业

的工资; 许家云 (2020) [20] 认为短期内进口可以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提高职

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但在长期内这种影响效果不显著。
综上, 出口自由化会扩大区域间和企业内高技术工人与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

差距, 但是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工资影响的结论并不统一。 其中与本文联系最为紧密

的是 Chen
 

等 (2017)、 许家云 (2020) 的研究, 前者探讨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内

高技术工人与低技术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后者的研究主题是企业进口行为对

其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显然, 他们的关注点都不是进口自由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

的影响。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将研究重心放在主动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

影响机制探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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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决定企业间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 在此基础上将

模型扩展到贸易开放条件下求解均衡解。 理论分析表明进口扩张会促使高技能劳

动力向低生产率企业转移, 通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最终缩小了企业间的工

资差距。 在实证研究中, 本文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后的关税削减

作为准自然实验, 借鉴 Topalova (2010) [21] 的方法构造识别行业层面进口自由

化程度的指标来识别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的因果效应并进行机制

分析。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现有关于进口自由化与工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宏观和区域层面, 较少有文献将关注点延伸到企业层面, 少数研究探讨了进口贸

易对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研究重心放在进口贸易对企业间工资差

距的影响上。 借鉴 Yeaple (2005) [22] 的研究框架, 构建了扩大进口影响企业间工

资差距的理论模型, 从理论层面考察了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进口贸易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的研究。 第二, 在识别策略

方面, 本文以加入 WTO 后进口最终品关税削减作为外生政策冲击, 采用广义双

重差分的方法识别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因果效应, 得到了可靠的研究结

论。 第三, 本文首次立足于企业间考察进口贸易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试图从企业

层面对有关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做一些有益补充, 并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

依据。

二、 理论模型

本部分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主动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模型。
(一) 模型设定

1. 消费者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同时消费同质性产品 Y 和差异化产品 X , 其效用函数满足

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 国内商品 X 在种类上连续且为固定替代偏好的效用函

数 (CES) 形式, 因此效用函数由两部分构成:
U = αln U(x)[ ] + (1 - α)lnY (1)

其中, X 为异质性商品的需求集, 并且 U(x) = ∫
x∈X

q(x)
σ-1
σ[ ]

σ
σ-1 , σ 为商品之间

的替代弹性, σ > 1 为常数。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求出消费者对

商品 x 的需求函数:

q(x) = α p(x) -σ

P1-σ E (2)

其中, E 为家庭总收入, P 代表价格指数, 其表达式为 P = ∫
x∈X

p(x) 1-σ[ ]
1

1-σ 。

2. 工人

假设劳动供给量为 N, 且劳动力之间存在技能 (Z) 差异, 工人之间的技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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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可能来源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①和不可观测的个人特质差异两个方面。 Z 越大,
表示工人的技术水平越高, 劳动者技能分布的密度函数为 g( z) , z ∈ (0, + �) 。

3. 厂商

(1) 假设每种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是唯一的投入要素, j 为厂商在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技术, 假设厂商有两种生产技术可供选择, 即 j∈ H, L{ } , H 代表先进技

术或高技术, L 代表落后技术或低技术, 将使用 j 生产技术的厂商中技能水平为 Z
的工人的生产率记为 φj(Z) 。

设当工人技能水平为 0 时, 两种生产技术的生产率都等于 1, φH(0) = φL(0) =
1, 则有 ln φj(Z)[ ] ≥ 0, 因此:

φ′H(Z) 1
φH(Z)

> φ′L(Z) 1
φL(Z)

> 0 (3)

显然, 可以合理假设在生产技术水平相同的条件下, 技能水平高的工人生产率

更高。 也就是说, 工人生产率是关于工人自身技能水平的增函数, 并且 φj(Z) 在 Z
∈ (0, + �) 上连续且单调递增。

(2) 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市场, 并且成为一种异质性产品的唯一生产者, 但是

厂商必须支付固定成本进行生产。 为简化模型, 假设厂商支付的固定成本为进入市

场必须生产但是未能销售出去的产出, 因此固定成本与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有关,
并且 FH > FL 。

(3) 对于生产某种异质性产品 k 的厂商而言, 其收益为:
Rk = (αEPσ-1

X )p1-σ
k (4)

厂商的边际收益为
σ - 1
σ

pk , 因此, X 生产部门的所有厂商的产品价格等于单

位成本加成。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 不同技能工人的工资分布最终会调整到使用同种

生产技术的所有厂商的单位成本相等。 厂商在既定生产技术下, 实现其生产成本最

小化及工资均衡。 假设生产技术给定时, 厂商的单位成本为 C j , j ∈ H, L{ } 。 厂

商要实现成本最小化, 在既定生产技术的条件下, 必然优先雇佣价格更低的工

人②, 并且工人的技能水平与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是正向关联的 ( Thomas,
2014)。 在不发生工人技能和工作误配的情形下, 每位工人都会得到与他们自身技

能水平相匹配的效率工资。 在工人技能水平已知的前提下, 工资的分布如下:

W(Z) =
CLφL(Z), 0 ≤ Z ≤ Z

-

CHφH(Z), Z ≥ Z
-{ (5)

其中, Z
-
表示使用低技术的企业雇佣的工人所具有的技能水平的上界, 技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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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不仅指学历差异, 还包括接受技能培训的差异。
②这也意味着, 如果一个技能水平为 Z1 的工人被使用低技术的厂商雇佣, 那么所有技术水平低于 Z1 的

工人将只能被低技术厂商雇佣, 因为他们显然更加便宜, 这是低技术厂商最小化生产成本的合理选择。



平为 Z
-
的工人在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和落后生产技术的企业工作, 得到的工资无差

异。 一个技术水平为 Z 的工人使用 j 生产技术生产的单位成本为 W Z( ) / φj Z( ) ,
给定 MRL = pL = 1, 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因此可得:

CL = 1

CH =
φL Z

-
( )

φH Z
-

( )

< 1 (6)

由式 (6) 可知, Z
-
增加会降低高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 结合式 (4), 可以推

出高技术企业和低技术企业的相对收益为:
RH

RL

=
CH

CL
( )

1-σ

> 1 (7)

式 (7) 表明, 收益更高的企业支付的工资更高。
另外, 厂商要进入市场, 至少要保证不亏损, 即零利润条件 R = C :

R j = C j x j + F j( ) (8)
因此, 行业中所有企业的收益之和等于支付给该行业雇佣的工人的总工资。
(二) 封闭条件下的均衡

根据 CES 效用函数的假设, 当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时, R j - Cv = γ R j / σ( ) , Cv

为可变成本, 如果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市场, 必然满足:
RH

RL

=
CH

CL
( ) 1 - σ =

CHFH

CLFL
(9)

整理得:

CH

CL

=
φ

L
Z
-

( )

φH Z
-

( )

=
FH

FL
( ) - 1

σ
(10)

从式 (10) 可以看出, 相对固定成本的增加会使临界值 Z
-
变大, 即使用高技

术的成本上升会提高高技术企业雇佣工人的技能门槛。 换句话说, 原来部分被先进

技术企业雇佣的工人转移到了低技术企业。 同时, 使用先进生产技术的企业与使用

低技术的企业之间相对工资变小, 工资差距缩小。 这是因为使用先进生产技术的固

定成本上升会使得高技术企业不得不降低工资来补偿收益的损失。 而商品间的替代

弹性越大, Z
-
就越小, 劳动力就会向高技术企业转移, 高技术与低技术企业之间的

工资差距扩大。
(三) 进口扩张: 成本与边界

本文讨论的是主动扩大最终品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理论上, 对于最

终品生产厂商而言, 进口产品关税下降, 会吸引更多的国外产品出口到本国市场,
假设本国企业的原有市场份额下降 ω1-σ , 那么对于使用 j 技术的企业而言, 其收益

为 R jω1-σ , j∈ H, L{ } ; 由于进口扩张会带来不确定性, 而国内企业对市场情况的

预期取决其根据所获信息对市场情况的研判。 例如在进口扩张的条件下, 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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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产品的改良以凸显本土产品的比较优势? 因此, 本文将进口扩张带来的不确定

性预期视为企业固定成本的函数。 具体地, 假设此时固定成本变为 C j F j + FX( ) ,
由于进口冲击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会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 实力较弱的企业会面临

是否退出市场的决策。 因此, 在进口扩大条件下, 企业的生产决策有两种情形。
第一, FL > F1-σ

 , 此时低技术企业不会退出市场, 高技术企业和低技术企业

之间的相对收益为:
R′H
R′L

=
CH

CL

=
CH FH + FX( )

CL FL + FX( )
(11)

整理所得的相对成本为:

CH

CL

= φ L, Z
-

( )

φ H, Z
-

( )

=
FH + FX

FL + FX
( ) - 1

σ
(12)

由式 (12) 可知, 相对成本增加会提高高技术企业所雇佣工人技术水平的临

界值。 Z
-
变大, 又因为 φ L, Z( ) / φ H, Z( ) 关于 Z 单调递减, 因此高技术企业的工

人向低技术企业转移, 由于从高技术企业向低技术企业转移的这部分劳动力的生产

率本身较高, 所以低技术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提高, 高技术企业与低技术企业之间的

生产率差距缩小。 根据式 (11) 可得出, 高技术企业与低技术企业之间的收益差

距缩小, 并且前面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投入要素, 说明企业的全部收益都用来支付

给工人工资, 这就意味着高技术企业与低技术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
第二, FL < F1-σ

 , 此时低技术企业退出市场。 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整体提

高, 资源在现有在位企业之间重新分配, 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缩小。 由于市场份额

降低, 企业利润减少, 高技术企业只能降低工资以弥补使用高技术产生的固定成

本, 劳动力市场会相应进行劳动力的转移和调整, 低技术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技能水

平上界会提高。 最终的结果是, 企业间的工资差距缩小。 因此, 可以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 1: 进口最终品关税下降会显著缩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假说 2: 进口最终品关税下降会通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进而缩小企业间

的工资差距。

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

(一)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1. 模型设定

基于理论推导的结果, 为考察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因果效应, 本文将

中国加入 WTO 后的进口最终品关税削减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 在准自然实验的框

架下采用双重差分法展开实证分析①。 具体地, 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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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是考虑到进口关税下降显然扩大了进口自由化的程度, 但是不同行业关

税下降的幅度显著不同, 并且最惠国关税或者二类关税是外生给定的, 这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wg jt = β0 + β1 × ITF j × postt + β2 × hytz j × postt + β3 × X jt + η j + τt + ε jt

(13)
其中, j 代表 CIC 标准下的 4 分位行业, t 代表年份。 因变量 wg jt 为企业间的工

资差距, 参考刘灿雷和王永进 (2019) 的方法, 使用行业内企业间工资的标准差

来衡量; 平均工资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和应付福利费之和①除以从业人数来表示。
ITF j 为主动扩大进口的程度, 表示不同行业的差异化进口冲击强度, 通过构造关税

指标来衡量。 postt 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若 t > 2001, 该变量取 1, 否则取 0。 为避

免简单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时忽略行业的变化, 此处采用连续分组设计以避免分组

误差。 交叉项 ITF j × postt 为本文最为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它的系数 β 刻画了主动

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的因果效应。 若交叉项的系数为正, 说明主动扩大

进口会使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扩大, 换言之, 主动扩大进口将加剧企业间的工资不平

等现象。 hytz j × postt 为可能影响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行业期初特征与政策实施变量的

交互项, ε jt 为随机扰动项, 并且在回归中加入了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随

时间变化的特征。 回归标准误聚类在行业层面。
2. 控制变量

X jt 为可能影响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 出口密度

(exp), 根据 Amiti
 

和
 

Davis (2012) 的研究, 出口企业的利润率越高, 职工的平均

工资也越高, 本文使用行业出口额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资本生产率

(kpr), 使用工业增加值占总资本比重的对数值来衡量, 资本生产率反映了资本的

生产能力和效率, 是企业经营状况好坏的信号,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员工工资; 企

业平均年龄 (age), 使用企业年龄的对数值衡量, 企业年龄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

效和面临进口冲击时企业的竞争力, 进而影响企业工资; 行业规模 ( scale), 加入

行业规模变量以控制行业规模效应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行业规模可以使用行

业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值作为衡量指标 (钱学锋等, 2011) [23] , 也可以使用从业人数

的对数值衡量 (毛其淋, 2020)。 结合数据可得性, 本文选择行业从业人数的对数

值作为行业规模的测度指标。
3. 指标构建

本文借鉴赵春明等 (2020) [24] 的方法, 以中国加入 WTO 以后的最终品关税

削减作为政策冲击, 构造衡量行业层面主动进口扩大程度的指标, ITF jt 为 t 年 j 行
业面临的最终品平均进口关税, 以 CIC4 分位码统计口径下产品关税的简单平均得

到。 本文先使用 Brandt 等 (2017) [25] 给出的 HS 编码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

码 (2002 版本) 对照表将关税数据对应到行业层面, 再进行简单平均。 计算公式

如下:

ITF jt =
∑ s∈j

nst × tarriffst

∑ s∈j
ns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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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使用以 2001 年为基期的 CPI 平减,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官方数据可查, 2001 年的 CPI 为 101。



其中, nst 代表 t 年产品 s 所面临的税目数, tarriffst 代表产品 s 在 t 年面临的每种

进口关税率, j 表示行业。 需要说明的是, 选择简单平均而非加权平均的好处是可

以避免由于其他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的某些行业贸易量太少而造成一定的统计偏误。
另外, 从概念上讲, 进口最终品关税削减并非等同于主动扩大进口, 尤其是最终品

进口扩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加入 WTO 后的被动行为, 而 2019 年设立 “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的举措从实际内涵上来看可能更接近于主动扩大进口的意义,
但是囿于数据可得性, 设立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之后的企业工资数据无

法获得, 考虑到主动扩大进口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进口产品关税下降, 并借鉴赵春

明等 (2020) 的方法, 此处仍然使用最终品关税下降构造指标来衡量主动扩大

进口。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中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 WTO 关税数据库,
此外还使用了 2002 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 首先, 企业

层面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其中包含了企业名称、 规模、 从业人数、
企业类型、 资产负债情况等详细信息, 可以实现主要变量衡量指标的构造。 但是该

统计数据指标繁多并且有所缺漏, 因此参考 Feenstra (2014) [26] 的方法剔除异常

观测值①。 由于 2004 年的数据中缺少工业总产值、 工业销售值、 出口交货值的统

计, 因此本文使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中的相应数据代替。 另外, 2011—2013
年数据中缺少的工业中间投入指标, 参考余淼杰等 (2018) [27] 的方法估计得出。
其次, 关税数据来源于 WTO 关税数据库, 其中详细记录了细化到 HS6 分位码层面

的产品关税、 关税类别等指标。 最后, 由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 2002 年和 2011 年

分别进行了两次修订, 这可能导致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所有行

业分类统一转换到 GB / T
 

4754—2002 的标准下。
关税数据与企业数据匹配的方法如下: 首先, 将关税数据统一到 HS02 编码水

平下, 然后参考 Brandt (2017) 给出的 CIC 行业分类与 HS6 位编码对照表, 将按

照国家标准的 CIC 行业编码与 HS6 分位码进行统一; 其次, 在上述编码统一的基

础上, 将关税数据对应到行业层面上; 最后, 将统一好的关税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

按照行业代码匹配, 最终得到 1998—2013 年的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 2007 年

以后的数据关键指标缺失较多, 特别是缺少工资统计数据, 这将直接影响被解释变

量测度指标的构造, 因此结合指标计算需求数据的完备性, 最终选择 1998—2007
年的数据用于本文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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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考 Feenstra
 

等 (
 

2014) 的方法, 剔除异常样本如下: 从业人数少于 8 人的企业; 缺少重要变量和不

符合会计准则的企业 (如总产值与总负债不相等的企业, 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的企业); 开业年

月明显错误的企业; 销售额小于 500 万元的企业; 补贴和长期投资小于 0 的不合理数据。



(三) 典型事实

从图 1 可以看出, 1999—2007 年之间, 中国的进口规模呈增长趋势, 进口总

额从 1999 年的 1
 

657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9
 

561. 2 亿美元, 特别是 2001 年以

后, 进口产品关税大幅下降, 中国的进口规模显著增长, 进口增速高达 4. 7 个百

分点。

图 1　 进口规模扩大与进口最终品关税变化趋势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却依然严峻。 胡志军等 (2011) [28] 对中

国总体收入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显示 (见图 2), 中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仍在扩

大, 这一现实不得不引起深入思考: 宏观数据表现出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现象是否

广泛存在于微观行业内? 据此, 本文以企业间工资差距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

之比作为行业内企业间工资差距的测度指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工资数

据的测算结果显示, 1998—2007 年间中国企业间工资差距呈现下降趋势。 这些

数据和图形或许是中国进口规模扩张与收入不平等下降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直观

的展示。

图 2　 总体收入不平等与企业间工资差距变化趋势

注: 总体收入不平等用总体基尼系数测度, 数据来自胡志军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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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归结果与稳健性

(一) 基准回归

1. 基准回归结果

主动扩大进口影响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1。 其中, 第 (1) 列

只将核心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以此结果为基准

与后续结果做比较。 第 (1) 列的结果显示, 交叉项 ITF j × postt 的系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与对照组相比, 进口关税下降显著缩小了企业间的工资

差距。 第 (2) 列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平均年龄 ( age)、 出口密度

(exp) 和行业生产规模 ( scale) 等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交叉项系数仍为负, 且系

数绝对值与基准回归接近, 进一步验证了主动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显著缩

小作用。 另外, 考虑到某些行业的相关特征可能会影响行业未来的进口扩张程度,
从而带来样本选择问题。 因此, 本文借鉴 Gentzkow (2006) [29] 的方法, 通过将处

理组对 2001 年的行业特征进行回归, 找出可能影响未来行业进口扩张程度的行业

特征变量, 然后在第 (3) 列加入期初行业特征行业资本生产率 (kpr) 与 post 的
交乘项进行回归, 尽量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wg jt
(1) (2) (3) (4) (5)

基准回归 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行业特征变量 政策外溢性 排除其他因素

ITF×post 　 -0. 0655∗∗∗ 　 -0. 0665∗∗∗ 　 -0. 0639∗∗∗ 　 -0. 0591∗∗ 　 -0. 0939∗∗∗

(0. 0069) (0. 0073) (0. 0089) (0. 0188) (0. 0000)

lnage
-0. 8186∗∗∗ -0. 8458∗∗∗ -0. 8931∗∗∗ 0. 0251
(0. 0023) (0. 0015) (0. 0010) (0. 9261)

exp
-2. 2263∗∗∗ -2. 1084∗∗∗ -2. 2034∗∗∗ -4. 1008∗∗∗

(0. 0003) (0. 0005) (0. 0002) (0. 0000)

scale
0. 1186 0. 1196 0. 1125 -0. 8689∗∗∗

(0. 2010) (0. 1928) (0. 2143) (0. 0000)

kpr × post
-0. 7388∗ -0. 6924 -0. 3536
(0. 0855) (0. 1150) (0. 4328)

fdi
1. 3720∗∗∗

(0. 0000)

soese
-0. 1445
(0. 5672)

常数项
9. 0963∗∗∗ 10. 9544∗∗∗ 11. 0056∗∗∗ 11. 2821∗∗∗ 16. 2552∗∗∗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样本量 3

 

199 3
 

195 3
 

195 3
 

126 2
 

952

调整的 R2 0. 2170 0. 2278 0. 2291 0. 2205 0. 2719

注: p-values
 

in
 

parentheses;∗p
 

<
 

0. 10,
 ∗∗

 

p
 

<
 

0. 05,
 ∗∗∗

 

p
 

<
 

0. 01; 标准误聚类在行业层面; 下表同。

2. 政策外溢性讨论

对政策效果评估的准确性依赖于一个关键前提: 就是不存在政策外溢性。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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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的是扩大进口可能会对没有进口的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有影响, 从而影

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 本文借鉴 Kawaguchi
 

和
 

Yukutake (2017) [30] 以及陈昊

等 (2020) [31] 的思路, 通过剔除可能存在严重政策外溢性的子样本, 重新进行 DID
估计, 看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如果剔除可能存在政策外溢性的样

本后,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相差不大, 就说明政策外溢性不严重, 对政策效应的估计

是比较准确的。 本文认为与进口行业类别相近但是没有进口的这些行业, 由于行业性

质的相似性, 可能会接收来自相近行业的劳动力转移, 改变本行业内劳动力供给情

况, 从而可能间接受到进口关税削减政策的影响。 在实证中, 本文采取 CIC4 分位行

业分类编码作为行业分类标准, 而同属于 CIC 两位数行业分类码的行业都属于同一大

类的行业, 在行业性质上最为接近。 因此, 在样本中, 剔除同属于一个 CIC 两位数分

类码下且进口关税指标为 0 的行业样本, 再次进行回归估计, 结果见表 1 第 (4) 列。
可以看出, 剔除可能存在政策外溢性的样本后, 回归结果仍然显著, 且与基准回归结

果相差不大, 这表明政策外溢性不严重。
3.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考虑到政策实施过程中多种政策的重叠性,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需要排

除同时期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在加入 WTO 前后, 为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不

高、 制度不完善、 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并且中国

在 2002 年放松了外资进入管制, 显然这两项重大改革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为

避免遗漏变量偏误,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国有企业改革 ( soese) 和外资准入放松

( fdi) 这两项政策因素进一步回归。 其中, 国有企业改革采用行业非国有资本占总

资本的比重来衡量; 外资管制放松采用行业内外资企业数的对数值衡量 (毛其淋,
2020)。 表 1 第 (5) 列的结果表明, 国有企业改革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 说明

1998—2007 年之间国有企业改革对行业内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并不

影响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 而外资准入放松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

意味着外资准入放松显著扩大了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但更关键的是, 加入这

两项因素后交叉项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这说明主动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负

向影响作用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结果仍然稳健。 并且系数绝对值与基准回归

结果相比增大了, 说明控制其他政策因素的干扰后, 扩大进口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

的净效应更大。
(二) DID 设定的有效性及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 DID 方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事前平行趋势

假设, 因此在进行正式回归之前, 首先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参考 Lu 和 Yu
(2015) [32] 的思路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 以进口最终品关税的中位数为分界点, 将

进口最终品关税大于中位数的作为处理组, 其余为对照组 (虽然该划分方法有一

定误差, 但是仍可以反映基本的变化趋势), 并根据此划分标准得到的数据绘制出

高进口关税行业和低进口关税行业内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图。 结果显示, 处

理组和控制组在 2001 年之前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满足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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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假设。
2. 政策预期效应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一个前提是要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设, 但是, 这并不能保证

结果的稳健性。 因此需要进行政策预期效应检验, 以保证政策冲击的外生性。 首

先, 构造政策发生前一年 (即 2001 年) 的时间虚拟变量 prewto; 然后, 在基准

DID 模型中加入 ITF × prewto 项, 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2 第 (1) 列, 从检验结果来

看, 新增交叉项 ITF × prewto 的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政策冲击发生之前并未形成预

期效应, 即满足政策冲击的强外生条件。
3. 安慰剂检验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一是虚设处理组进行回归; 二是采用随机

抽样实验的方法进行检验。
(1) 加入 WTO 前的安慰剂检验。 中国加入 WTO 前, 进口产品关税变化的幅

度比较微小。 前文的检验也证实了政策冲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并且不具有预期效

应, 那么从逻辑上来看, 主动扩大进口对 2001 年前的企业间工资差距不会产生显

著影响。 由此, 本文参考 Topalova (2010) 的方法, 将中国加入 WTO 前的样本虚

设为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结果如表 2 第 (2) 列所示, ITF × treat 的系数为负但

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主动扩大进口对政策冲击发生之前的企业间工资差距

没有显著影响, 验证了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2　 稳健性与安慰剂检验

wg jt
(1) (2) (3) (4)

预期效应 虚设处理组 两期倍差法 替换指标

ITF × post -0. 0638∗∗∗ -0. 0673∗∗ -0. 1012∗∗

(0. 0090) (0. 0241) (0. 0210)

ITF × pre 0. 0172
(0. 5005)

ITF × treat
-0. 0220
(0. 1856)

age -0. 8382∗∗∗ -0. 8133∗∗∗ -1. 3595∗∗∗ -0. 0694
(0. 0018) (0. 0021) (0. 0016) (0. 8805)

exp -2. 1137∗∗∗ -2. 1021∗∗∗ -0. 9756 -0. 6038
(0. 0005) (0. 0006) (0. 2071) (0. 5964)

scale 0. 1194 0. 1207 0. 1575 -0. 7848∗∗∗

(0. 1929) (0. 1921) (0. 1434) (0. 0000)

kpr × post -0. 7369∗ -0. 8358∗ -0. 8532 -2. 1392∗∗∗

(0. 0863) (0. 0510) (0. 1439) (0. 0087)

常数项
10. 9835∗∗∗ 11. 2760∗∗∗ 10. 7563∗∗∗ 21. 8548∗∗∗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样本量 3195 3195 984 3195

调整的 R2 0. 2290 0. 2252 0. 1749 0. 3105

(2) 随机抽样实验。 设计随机抽样实验进行安慰剂检验的依据在于: 如果本

文的识别框架是有效的, 那么政策冲击对随机抽取的样本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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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如果虚构情况下 “伪政策虚拟变量” 的系数依然显著, 就说明原来的估计结

果很有可能出现了偏误, 被解释变量可能受到了其他政策或者随机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 本文借鉴 Li 等 (2016) [33] 以及周申和海鹏 (2020) 的做法, 从 485 个行业

中随机抽取 243 个行业作为处理组, 其余部分作为对照组, 按照这种方法重复 500

次随机抽样, 并绘制出 β
∧
值的核密度图 (图 3), 图中虚线代表 0。 由图 3 可以看

出, 随机抽样估计所得系数的最高分布概率集中在 0 附近, 而基础回归得出 β
∧
的真

实估计值位于低分布区域, 这说明随机抽样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即主动

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是非随机的。

图 3　 随机抽样 500 次的系数核密度图

4. 稳健性检验

(1) 两期倍差法。 本文前面使用的多期倍差法虽然能够更好地捕捉多期数据

的变化以更好地估计政策产生的影响, 但是这种方法也容易产生序列相关问题, 从

而导致估计偏误。 因此, 本文借鉴 Bertrand 等 (2004) [34] 的方法, 以 2001 年为分

界将样本数据年份分为两期, 并在这两个区间内分别对模型中的变量取平均值, 之

后再使用两期倍差法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2 第 (3) 列所示, 交叉项的估计系

数为负并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且系数绝对值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 说

明在控制了潜在的序列相关问题后, 估计结果仍然可靠。
(2) 替换测度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测算指标的选取也是影响回归结果稳健性

的因素之一, 为验证前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下文将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进

行检验。 借鉴王若兰和刘灿雷 (2019) [35] 的方法, 分别使用行业内企业间工资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的差值作为替换指标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列示在表 2 第 (4)
列, 交叉项 ITF j × postt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仍显著为负, 与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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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说明测算指标的选取不会影响本文基本结论, 即主动扩大进口会显著缩小企

业间的工资差距, 再次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五、 机制分析: 生产率差距

扩大进口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 这一论点早在 2003 年 Melitz 提出的异质性贸

易理论中就得到了证明。 一方面, 上游行业进口扩张会通过水平效应显著提高下游

行业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钱学锋等, 2011); 另一方面, 进口扩张引起的竞争

效应也会促进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 简泽等, 2014[36] ; 余淼杰,
2011[37] )。 从理论上来看, 扩大进口对行业内高边际成本和低生产率的企业产生淘

汰机制, 引致资源在异质性企业间重新配置, 进而缩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周申

和海鹏, 2020)。 进口的竞争效应会改变本土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 市场机制

作用下的企业将被 “优胜劣汰”, 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 而生产率高的企业保

留下来, 生产资源被重新分配, 最终的结果是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整体提高。 杨继东

和江艇 (2012) [38] 的研究也证实, 生产率差距对工资差距有很强的解释力, 生

产率差距越小, 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也越小。 因此, 可以合理推测主动扩大进口将

通过缩小行业内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进而缩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本文将进一步

探究生产率差距对工资差距的作用关系, 以厘清扩大进口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的

可能机制。
本文参考 Dunne 等 (2004) [39] 的做法, 用行业生产率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

数的差值衡量生产率差距 ( tfpcj jt), 来检验主动扩大进口对生产率差距的影响, 建

立如下模型:
tfpcj jt = α + γ × ITF j × postt + β × X jt + η j + τt + ε jt (15)

其中, tfpcj jt 为渠道变量, 此处代表的是生产率差距①。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DID 识别条件 (平行趋势检验) 以及预期效应、 两期倍差法、 替换指标等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 生产率差距还可以使用企业间工资差距的标准差、 基尼系数或者泰尔

指数等指标衡量, 此处采取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的标准差替代。
首先, 使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年份虚拟变量与

最终品关税削减指标 ITF j × postt 的交乘项,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 以政策发生前一年

(2001 年) 为基准组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在政策发生前的年份, 政策变量与年份

的交叉项系数均不显著,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其次, 对式 (15) 的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3 中。 表 3 第 (1) 列的结果显示, 交

叉项 ITF j × postt 的系数为负, 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主动扩大进

口显著缩小了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 结果与预期相符。 进一步, 基于替换指标、 预

期效应、 两期倍差法的检验结果均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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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差距使用 OP 法估计, 因为 OP 法能够避免同时性和样本选择偏差, 另外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缺少企业资本存量的指标, 因此使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企业的资本存量, 折旧率为 5%。



表 3　
 

影响机制: 生产率差距

tfpcj
(1) (2) (3) (4)

tfpcj Ⅰ tfpcj Ⅱ 预期效应 两期倍差法

ITF × post -0. 0013∗∗∗ -0. 0020∗∗∗ -0. 0012∗∗∗ -0. 0012∗∗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142)

ITF × treat 0. 0005
(0. 1043)

age 0. 0668∗∗∗ 0. 0762∗∗∗ 0. 0676∗∗∗ 0. 085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exp -0. 0225∗ -0. 0364∗∗∗ -0. 0226∗ -0. 0356∗∗

(0. 0700) (0. 0067) (0. 0680) (0. 0405)

scale
-0. 0020 -0. 0015 -0. 0020 -0. 0005
(0. 3901) (0. 5461) (0. 3941) (0. 8846)

kpr × post -0. 0275∗∗∗ -0. 0294∗∗∗ -0. 0270∗∗∗ 0. 0110
(0. 0025) (0. 0020) (0. 0030) (0. 5249)

常数项
0. 1816∗∗∗ 0. 2581∗∗∗ 0. 1774∗∗∗ 0. 2243∗∗∗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样本量 3190 3189 3190 983

调整的 R2 0. 1632 0. 1623 0. 1638 0. 1573

六、 进一步研究: 市场竞争与政企关联

(一) 市场竞争

行业垄断是造成行业间或者企业间工资差距的重要诱因。 垄断行业可以利用自

身垄断势力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占有资源, 控制市场价格, 提升行业内的工资回报

率, 从而扩大行业间或者行业内企业间的劳动要素报酬差距。 因此, 本文在前文研

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研究市场竞争是否会影响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作

用大小和机制。 结合研究目的及数据质量, 考虑到行业内的产业集中度是衡量行业

垄断程度及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指标。 企业所在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直接影

响企业利润, 进而影响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引入产业集中度指标可以控制市场结构

因素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①。 本文采取产业集中度衡量行业内的市场竞争程

度, 具体地, 使用赫芬达尔指数②来测度, 回归方程如下:
　 　 　 　 　 wg jt = β0 + β1 × ITF j × postt + β2 × ITF j × postt × tjbl jt
　 　 　 　 　 　 　 　 　 　 　 　 　 + β3 × X jt + η j + τt + ε jt (16)
其中, tjbl jt 表示市场竞争和政企关联, scjz 表示市场竞争。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

上引入 ITF j × postt 与 scjz 的交乘项进行回归, 结果列示在表 4 第 (1) 列。 从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 加入市场竞争程度交互项后, ITF × post 的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 并且交叉项 ITF jt × postt × scjz jt 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且 ITF j × postt × scjz jt 系

33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6 期

①此处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使用行业内企业间工资差距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差值衡量。

②计算公式如下: indcentration= ∑
n

i= 1
( si) 2, 该式表示行业中某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 该指数越大, 表

明行业垄断程度越高, 市场竞争程度越低。



数的绝对值大于 ITF × post , 这说明市场竞争程度越强, 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

距的缩小作用越大。
值得关注的是, 加入交互项后, ITF j × postt 系数的绝对值与基准回归相比变大

了, 这进一步验证了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增大会加强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缩

小作用, 也从侧面反映了市场竞争是影响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缩小作用的一

个重要调节变量。 这可能是因为垄断行业多数为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如水、
电、 燃气、 交通运输、 军工制造等, 这些行业受到政府保护, 不会大幅度扩大开放

程度, 而其余竞争性行业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下, 进口扩张的政策冲击会显著缩小企

业间的工资差距。

表 4　 市场竞争与政企关联

wg jt
(1) (2) (3)

市场竞争 行业内企业间补贴离散程度 政府补贴强度

ITF × post -0. 1333∗∗∗ -0. 0954∗∗ -0. 1116∗∗∗

(0. 0020) (0. 0307) (0. 0051)

ITF × post × scjz -1. 0579∗∗∗

(0. 0000)

ITF × post × subsidy 0. 0011∗∗∗ 5. 3360∗

(0. 0000) (0. 07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3. 1863∗∗∗ 22. 3827∗∗∗ 21. 7959∗∗∗

(0. 0000) (0. 0000) (0. 0000)
样本量 3195 3190 3195

调整的 R2 0. 3165 0. 3102 0. 3113

(二) 政企关联

在关于工资差距的讨论中,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也被认为是造成企业间

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补贴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 既能降低企业的

生产成本, 又可以增强企业的价格竞争力 (毛其淋, 2013) [40] , 最终影响企业利润

及工人工资收入。 政企之间特殊的联系使得企业可以享受到特殊的保护以及额外的

政治租金, 弱化企业的预算约束 (杨其静和杨继东, 2010) [41] , 从而扩大同一行业

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综合现有文献, 政企关联的代理变量主要有企业政治捐献、
高管政治背景、 政府补贴等。 但是企业高管政治背景的数据只有上市公司才有披

露, 政治捐献的数据也不易得。 而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机会被认为是政企关联的一

个良好的代理变量。 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 本文选择政府补贴强度和企业补贴额

离散程度这两个指标来研究政企关联的调节效应。 本文使用补贴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来衡量政府补贴强度 ( subsity); 使用行业内企业补贴额与销售额比值的标准

差衡量行业内的企业补贴率离散程度。 具体地, 通过引入政府补贴强度 ( subsity)
与 ITF j × postt 的交叉项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4 第 (2)、 (3) 列所示。 估计结果显

示, ITF × post 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这说明主动扩大进口显著缩小了行业内企业间

的工资差距, 但是交互项 ITF j × postt × subsity jt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受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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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强度越大的行业, 扩大进口冲击会扩大该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换言之,
政府补贴强度越大, 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缩小效应越小。 这可能是由于政

府补贴本身就会扩大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杨其静和杨继东, 2010)。 虽然扩大进口

会加剧进口国本土市场的竞争程度, 但是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补

贴, 以增强自身控制成本创造利润的能力, 从而减少扩大进口带来的负面冲击。

七、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加入 WTO 后最终品关税削减的准自然实验, 使用广义双重差分

法深入研究了主动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作用及经济效应。 结果显示:
主动扩大进口通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显著缩小了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市场竞

争程度和政企关联会对扩大进口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的作用产生差异化影响; 市场

竞争程度越高的行业, 扩大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越明显; 反之, 垄断

程度越高, 扩大进口对该行业内企业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越不显著; 政企关联使

得政府补贴高的行业在扩大进口的外生冲击作用下, 企业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不

明显, 即这些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不会因为扩大进口而大幅度缩小。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鉴于主动扩大进口能够显著缩小企业间的工资差

距, 那么在结合自身特点的前提下, 坚持扩大进口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利用进口

扩张带来的积极作用; 第二, 政府补贴适当向私营企业倾斜, 由于政府补贴可以缓

冲进口冲击导致的工资降低, 增加对私营企业、 小微企业的政府补贴可以缓解这类

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负面影响, 缓解工资差距扩大的情形; 第三, 适当破除行

业垄断, 由于行业垄断会扩大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因此本文认为垄断行业的适度市

场化有利于缩小企业间的工资差距; 第四, 做好劳动力技能培训, 由于主动扩大进

口可能会引致行业内要素资源的重新整合, 即在进口冲击影响下行业内生产率较低

的企业退出市场。 因此, 要关注这部分人的再就业安置和技能培训, 实现劳动力结

构的优化配置, 降低非自愿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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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governing
 

a
 

country
 

starts
 

with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narro-
w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its
 

key
 

issue.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analyzing
 

the
 

wage
 

effects
 

and
 

impact
 

mechanisms
 

of
 

initiating
 

import
 

expansion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a
 

generaliz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i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active
 

import
 

expans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interfirm
 

wage
 

inequality
 

by
 

reducing
 

their
 

productivity
 

disparity,
 

and
 

these
 

findings
 

have
 

passed
 

the
 

corresponding
 

robust
 

and
 

placebo
 

tests.
 

Fur-
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degre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af-
fect

 

the
 

import
 

expansion
 

impact
 

on
 

reducing
 

the
 

interfirm
 

wage
 

gap;
 

the
 

greater
 

the
 

de-
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import
 

expansion
 

effect
 

on
 

reducing
 

the
 

interfirm
 

wage
 

gap,
 

while
 

government
 

subsidies
 

tend
 

to
 

widen
 

the
 

interfirm
 

wage
 

gap.
 

Additionally,
 

the
 

import
 

expansion
 

impact
 

on
 

reducing
 

the
 

interfirm
 

wage
 

gap
 

is
 

attenuated
 

in
 

industr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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